
 

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个特征 * ——兼谈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  

  

·蔡 俊 生·  

  

内容很要 摩尔根在科学上第一次将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区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
指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指亲属制度，是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的确切反映。人本身生产上
的生产关系与物质资料生产上的生产关系是统一的社会物质运动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一般说来，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起着主
导作用。  

  

人本身生产方面既存在着生物学关系，又存在着社会关系，是没有疑问的。那末，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中什么是思想
的社会关系，什么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呢？这方面的物质社会关系与物质资料生产上的生产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近来，重读
摩尔根《古代社会》，对摩尔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一些探索，同时对以上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想法。把这些探索和想法整
理出来，写在下面，目的在于征得读者和专家的指教。这些看法还很不成熟。  

一、引 言  

  

恩格斯于 1884 年说过：“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 页 ）所谓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是指摩尔根在对于远古社会的研究中，
没有参照马克思的学说而独自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摩尔根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它的独
创性，摩尔根首次科学地解决了亲属制度（亲属名称体系）同亲属关系 、婚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唯物史观关于
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科学原理增添了新的内容。二是它的自发性，虽然摩尔根看到了“生存技术”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
响”（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8 页 ），但他却没有据此进一步形成生产结构、经济结构这
样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概念。因而在许多历史范畴的演变问题上又不得不求助于观念形态的东西，从而表现出不自觉的倾向。  

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两个特征，与我们通常在教科书里看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比，形成一种奇特的对照。在教科
书里，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写得具体明确，而关于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则含混不清，甚至舍弃不
问；摩尔根那里则相反，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内容丰富，有血有肉，可是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社会物质关系的
概念，却还没有形成。因此，在阐述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两个特征的同时，论及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及其与物
质资料生产关系的关系，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到社会物质关系的全貌，从而形成全面完整的社会物质关系概念。  

二、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个特征  

摩尔根关于亲属制度是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的确切反映的理论，在科学上第一次将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区分
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虽然摩尔根这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概念还不够明确，但它毕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的一项重要的新贡献。那末，摩尔根是怎样做出这样的区分，并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我们知道，摩尔根对古代婚姻形态的研究是从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着手进行的。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同我们习
惯意义上的亲属制度很不一样，这种亲属制度把全部亲属分为若干类，每一类都用同一个亲属称谓统称之。比如，“母亲”
这个称谓，是指本氏族上一辈分的全体女子；“父亲”这个称谓，是指婚盟氏族上一辈分的全体男子；“舅舅” 这个称
谓，是指本氏族上一辈分的全体男子。同辈之间，本氏族的全体男女都是兄弟和姐妹，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婚盟氏族的全体
男女都是表兄弟和表姐妹，也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如此等等。像这样的亲属名称贯彻到了易洛魁人亲属制度的一切称谓之
中。可是易洛魁人的现实亲属关系与这种亲属名称体系并不相符合。易洛魁人那里实行的是对偶婚姻，因此，一个人的生身
父母原则上是可以确知的。那末，这样的亲属名称体系是从何而来的呢？摩尔根认为，“家族形态的发展步骤必然要速于亲
属制度，亲属制度是跟随在后面来记录家族亲属关系的”（ 《古代社会》，第 386 页。“家族” family 一词，通常译作
“家庭”） ，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是对以前存在过的现实亲属关系的确切记录。按照当时所掌握的民族学资料，摩尔根的
这个推想得到了证实。在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人那里，特别是夏威夷群岛上，发现了一群姐妹与另一群男子结为婚姻联盟，
或者一群兄弟与另一群女子结为婚姻联盟的情况，由这样的婚姻形式所产生的亲属关系与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是完全一致
的。这就是所谓普那路亚婚姻和普那路亚家庭。可是，夏威夷人的亲属制度与普那路亚婚姻所形成的亲属关系又不相符合。
于是，摩尔根根据同一原理再次推出了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  



通过这一研究，摩尔根明确地得出了亲属制度同婚姻形式、亲属关系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原理，他说：“亲属制度并不基于天
然关系（即生物学关系——笔者），而基于婚姻；并不基于虚想，而基于事实；每一种亲属制在其使用期间都是既合乎逻
辑、也合乎实况的制度……亲属制度以最明白的方式直接准确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情况。”（ 《古代社会》，第 391 
页 ）这一段精彩的论述不仅把人本身的生产划分为自然关系 ——“ 天然关系 ” ，和社会关系 ——“ 亲属制度 ” 、 
“ 婚姻 ” 等；而且，在科学上第一次将人本身生产的社会关系又划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 —— 亲属制度，和物质的社会
关系 —— 婚姻形式及 其产生的亲属关系。并且摩尔根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亲属制度“直接准确地反映了”婚姻形式和
亲属关系。  

根据这一原理，摩尔根还把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亲属制度科学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比较古老的，就是易洛魁人所属的那种
亲属制度，摩尔根叫做类别式的亲属制度。这种亲属制度的每一个亲属称谓都不是专指一个人，而是对某一类人的称呼。这
样的亲属制度所反映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亲属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亲属关系只能是群体与群体之间婚姻形式的产物。
因此，类别式亲属制度是群婚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的确切记录。另一类晚近的，就是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亲属制度，摩尔根叫
做叙述式的亲属制度。叙述式亲属制度所反映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只能是个体与个
体之间婚姻形式的产物。因此，叙述式亲属制度是个体婚姻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的确切反映。这样，摩尔根就把人类历史上
存在过的全部亲属制度和婚姻形式都纳入了他的理论体系之中，因而使他关于亲属制度同亲属关系、婚姻形式之间的关系的
科学原理具备了普遍的性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出版，于今已有 105 年。在这段期间内，关于远古社会的科学资料又有了很大的增长，学者们对
古代婚姻形态的研究也深入细密得多了。科学的发展，虽然已经证明摩尔根所说的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作为人类婚姻家庭
发展史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不存在的，摩尔根的普那路亚群婚概念也带有片面性，但这些主要是由于摩尔根受到当时所掌握材
料的限制，对波利尼西亚人、特别是夏威夷人的社会发展程度做了错误的判断造成的 。这种具体群婚概念上的缺点丝毫都
没有影响到摩尔根研究古代婚姻形态所得出的上述原理。相反，一百多年来不断增长起来的大量事实材料却一再证明摩尔根
的上述原理是正确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一原理一直指导着关于婚姻形态的研究，取得了愈益卓著的成就。  

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做出结论说，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就是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呢？我认为是可以这
样说的 * 。不过，摩尔根本人并没有形成这样明确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概念。比如前面的引文中，当摩尔根说到“家族形
态”、“家族亲属关系”时，我们把它解释为婚姻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当摩尔根说到“亲属制度并不基于天然关系，而基
于婚姻”时，这里的“婚姻”也被我们解释为婚姻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其实，摩尔根并没有明确地说过，亲属关系以婚姻
为基础，有什么样的婚姻形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亲属关系；他只是说，家庭以婚姻为基础，有什么样的婚姻形式就会产生什
么样的家庭。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上顺序相承的五种家庭的定义，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制定的（ 《古代社会》，第 25 — 
26 、 382 页 ）。这样，摩尔根就把家庭与婚姻完全叠合起来了，因而也就把家庭与亲属关系完全等同起来了。然而，家
庭是一种具有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摩尔根这样做混淆了许多科学上的界限，因而是不正确的 。故此，说到人本身生产
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那只能是婚姻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  

三、怎样认识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  

婚姻是两性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亲属关系是两性关系所产生的血亲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一代接一代地繁衍下来，就
是在一定的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之中实现的。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构成为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
系，具有这样的社会物质关系正是人类的自身生产与动物的种的繁衍的本质区别。这里，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 ）
为什么说亲属关系是由婚姻形式产生，而不是由血亲关系直接派生出来的呢？这是因为，当两性关系社会地组织起来之后，
社会对两性关系的承认就只限于婚姻，婚外的性关系社会是从来都不承认的；因此，对于两性关系所产生的血亲关系，社会
也仅仅以婚姻为基础承认它们和组织它们，婚外性关系所产生的血亲关系社会同样地不予承认和组织。（ 2 ）为什么说婚
姻形式和亲属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呢？这是因为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它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规律发
展变化的。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不同形态的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形成一定的婚姻形式和亲属关
系。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一样，其发生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第 12 页 ），这个过程同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  

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它有其生动具体的现实内容。我们知道，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条件下，婚姻双方
都负有一定的为社会所核准的权利和义务，亲属与亲属之间也是一样。在氏族与群婚的时代，结为婚姻联盟的氏族双方，其
各自的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都有与对方氏族的成年女子和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都有不与婚盟氏族以
外的异性人群发生性关系的义务，以及干预婚盟氏族的人们与非婚盟氏族的异性人群发生性关系的权利。氏族内部，舅舅们
和母亲们既有抚养、教育外甥、外甥女和儿子、女儿的义务，年老之后也有受到下一代人供养、照护的权利。在对偶婚条件
下，夫妻双方虽然没有独占性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因为一般说来，此时群婚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符合群婚规范的性关系仍
然为社会所承认，而且群婚还调节着对偶婚姻），并且财产平等，但由于生产上存在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生活上却有互相
交换劳务和劳动产品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共同抚养子女的义务（对男子来说，凡妻子所生的孩子，他都有以父亲的身份进行
供养、教育的义务）。至于阶级社会中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男女平等的个体婚姻，以及这些婚姻形式所产生
的亲属关系，其中权利和义务的纷繁复杂在历史上和现代各国的民法法典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 虽然法律上的条文不一定
都符合事实，但这些内容大体上是人们所熟悉的——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人类自身的生产就是通过这一切权利和义务实现
的。  

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意志关系，是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的权利意志表现，它的实际内容就
是由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所规定的。这一切权利和义务都准确无误地分别包括在各个亲属称谓的内含之中——无论是否正式
写在法律条文上——因此，这些权利和义务无非就是各个亲属称谓之间的关系，而它们的总和无非就是亲属制度。正如恩格
斯所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
呼。”（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 页 ）可见，亲属制度不是别的，它恰恰就是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的权利
意志形式。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正是通过亲属制度这种权利意志形式才得以实现的。所谓亲属制度是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
属关系的确切反映，最终就应当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我们知道，社会的物质运动与自然的物质运动不同，社会物质运动中的社会物质关系必然要外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意志关
系，通过这种关系（物质关系的人格化）这种物质运动形式才能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运动是如此，人本身生
产方面的社会物质运动也是如此。我们切不可以为亲属制度仅仅是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的简单记录，它也决不只是消极被动



地反映着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亲属制度对于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有着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在澳大利亚，几千公里以
外，通过亲属称谓既可以找到妻子或丈夫，也可以找到兄弟和姐妹，因为这些称谓正是他们的婚姻类别的标号。摩尔根曾被
易洛魁联盟塞内卡部落的鹰氏族收养入族。一旦收养入族，就会取得该氏族一定的亲属称谓，于是与这个称谓相联系的一切
权利和义务也同时为全社会所承认，因而成为该氏族的正式成员。在氏族社会里，或者由于战争，或者为了友好，收养入族
的事情往往是成批地进行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义父、义母、义子、义女，都能取得与父、母、子、女相同的亲属关系，
并为社会所承认，也是亲属制度对亲属关系的反作用的典型事例。总之，亲属制度一旦形成，它对于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就
会以社会的名义进行干预，而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也只有通过亲属制度才能实现。这种情况与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
十分相似。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类比。  

马克思说过，物质资料生产上的社会物质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经济关
系，即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关系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6 — 114 页 ）。这种生产关系是怎样运转起来
的呢？是通过它的人格化，即经济关系的权利意志形式运转起来的。举商品交换为例。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走到市场
上去进行交换（虽然它已具有价值这种社会物质关系——笔者）。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 商品的所有者 
。……这种物品要能当作商品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就必须当作有本人 意志 在这种物品之内的人来相互发生关系，以
致一方必须得到另一方的同意，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本人所有的商品时，占有别人的商品。……这种 权利关
系 ，不问是不是依法成立的，总归是在 契约 的形式上，是一种 意志关系 ，在其中，有经济关系反映出来。这种 权利
关系 或 意志关系 的内容，也就是由这种经济关系 规定 。在这里，人是互相以商品代表者， 商品所有者 的资格存在
的。……经济舞台上的人物，原也不过是存在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1 — 62 页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这段话中的“经济关系”全部换成婚姻形式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那末这里所
说的“ 权利关系 或 意志关系 ”也就全部成为各个亲属称谓之间的关系了。这决不是巧合，这是社会的物质运动所具有
的共同特点。  

所以，怎样理解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呢？简单地说，就可以按照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的一般特点来
理解。  

四、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个特征——自发性倾向  

摩尔根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历史进步的指示器。他说：“在人类进步的道
路上，发明与发现层出不穷，成为顺序相承的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 《古代社会》，《序言》第 2 页 ）但是，摩尔
根并没有据此形成生产结构、经济结构这样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概念。如果把摩尔根的这句话与马克思的一段相类似的话作一
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04 页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经济时代”、“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物质关系的概念，而
摩尔根却看不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摩尔根才不无踌躇地写了这样一段话：“顺序相承的各种生存技术每隔一段长时间就
出现一次革新，它们对人类的生活状况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这些生存技术作为上述分期（指历史时代的分期——
笔者）的基础也许最能使我们满意。”（ 《古代社会》，第 8 页 ）摩尔根就根据这种孱弱的思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
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蒙昧社会（包括低级、中级、高级三段）、野蛮社会（包括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和文明社会。摩
尔根认为，人类的“生存技术”是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第一类“事实”。此外还有三类“事实”，其一为政治制度，包括
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和以地域、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 《古代社会入 第 61 页 ）；其二为“家族制
度” ；其三为财产制度（ 同上书，《序言》第 2 页 ）。摩尔根说，这“各种社会制度，因与人类的永恒需要密切相关，
都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它们也同样成为进步的标志。”（ 同上 ）可见这后三类“事实” ，并非发端于
“生存技术”，而是从“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在真正进入社会领域后，观念形态的东西又成了摩尔根的出发点。摩
尔根《古代社会》全书第一、二、三、四编的大标题——“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
“家族观念的发展”、“财产观念的发展”——就是这样制定的。总之，摩尔根说，“上述四类事实沿着人类从蒙昧社会到
文明社会的进步途径平行前进”（ 同上书，《序言》第 2 一 3 页 ），这就是摩尔根的结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摩
尔根的社会历史观并没有真正统一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是一种多元式平行发展的历史观。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没有形
成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概念，因而也不能用这种社会物质关系去解释摩尔根的“各种社会制度” 。这就是
摩尔根的自发性倾向。  

  

五、两 种 “掩 盖”  

  

这里说的两种“掩盖”，其一是指，在文明社会中人本身生产上的生物学关系掩盖了人本身生产上的社会物质关系；其二是
指，在古代社会中人本身生产上的社会物质关系掩盖了物质资料生产上的社会物质关系。从这里，也可以一般地窥见摩尔根
唯物主义历史观两个特征的认识论根源。现在我们先谈第一种掩盖。  

关于人本身生产上的社会物质关系——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不同于人本身生产上的生物学关系——两性关系和血亲关系的
情况，在古代社会，特别在群婚条件下，本来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时两性之间的关系仅仅作为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异性集团
社会地组织起来了，作为异性集团之间个体与个体的性关系并没有社会地组织起来。社会只调节着异性集团之间的两性关
系，并不直接调节异性个体之间的两性关系。 同样地，由于社会只承认不同氏族异性集团之间的婚姻形式——群婚，所以
它也就仅仅以此为基础承认由群婚所产生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亲属关系，而并不直接承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血亲关系。可
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关系和血亲关系却始终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即一个男人加一个
女人生出小孩来，由此而派生出一切血亲关系。不管社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承认、组织和规范它们，这一点是始终不会改变
的。在群婚条件下，社会意义上的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关系和血亲关系不相符合的情况，通过类别式
亲属制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父亲”这个称谓，并不是指使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的那个男子这种确定的含义（群婚条
件下，很少能知道生父）；“母亲”这个称谓，也不只是指使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的那个女子这种确定的含义（尽管生母从
来都是确知的）；相应地，“儿子”、“女儿”的称谓，也不只是指亲生的儿女，如此等等。在类别式亲属制度中，根本没
有反映个体与个体之间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的名称，因为在群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这种纯粹



的情况是在对偶婚姻出现之前）。正因为如此，摩尔根才能够通过类别式亲属制度去发现群婚，才能把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
同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关系和血亲关系区分开来，提出“亲属制度并不基于天然关系，而基于婚姻；并不基于虚想，而基于
事实”的科学论断。这可算作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个特征——关于人本身生产方面的创造性新贡献的认识论根源。  

但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父系的财产继承权就要求生出确实是属于某个男子的子女。这种要求立即成为社会对两性关系进
行调节的首要原则，于是出现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婚姻完全是按照人本身生产上的生物
学原则把两性关系组织起来的，由这种婚姻形式所产生的亲属关系，自然也就是完全按照人本身生产上的生物学路线把血亲
关系组织起来的。而叙述式亲属制度，恰恰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及其产生的亲属关系的确切反映（对偶婚姻及其产生的亲属
关系并没有形成稳定的亲属制度，那时的亲属制度是一种过渡的形态）。因此，叙述式亲属制度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
它并不是人本身生产上的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反而倒象是人本身生产上的生物学关系的反映。这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
方面是叙述式的亲属制度，另一方面就是人本身生产上的生物学关系，尽管叙述式亲属制度与生物学意义的两性关系和血亲
关系有时也会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但通常情况下二者毕竟是相一致的。因此人们就总是从两性关系和血亲关系上去寻找亲
属制度的现实根源，而不会想到在亲属制度与两性关系和血亲关系之间，还会存在什么物质的社会关系。如果对一个人说，
你的“父亲”并不是指使你出生在世界上的那个男子这种确定的含义，他会惊愕，甚至生气，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在存在
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阶级社会里，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生物学关系代替了、准确地说掩盖了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这
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掩盖” 。正因为如此，生活在文明社会里的人们，就很不容易看到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
系。  

然而，换一个问题来看，关于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不同于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的情况，在文明社会中却很明
显。这是两棵各自独立支撑的大树。尽管马克思以前谁也没有发现过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但是这种社会物质
关系的权利意志表现——财产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所有制形式 ，则是早已为人们所通晓的。并且同样明显的是，人本
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权利意志形式——亲属制度，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对于文明社会的人们来说，谁也不会把所
有制形式同亲属制度混淆起来。但是，在氏族与群婚的时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氏族的成年男女，都分别组织在
男、女两个生产集团之中，男人集团主要从事狩猎和捕鱼，女人集团主要从事采集和制备农物、食品等。氏族内部的生产关
系（经济结构），也就是男、女两个集团分别组织生产，互相交换劳动及其产品，共同消费的关系。而在氏族与氏族之间，
基本上不存在生产关系，只有婚姻关系。因此，每一个氏族，都是一个生产集体，又是构成群婚的一方，还是一个亲属团
体。在氏族内部，狭义上的（不存在婚姻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亲属关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男、女
两个生产集团的关系，也就是舅舅们和外甥们与母亲们和女儿们分别从事生产、互相交换劳动及其产品、共同消费的关系，
这既是生产关系又是亲属关系，其权利意志形式的表现也重叠在一起。这样，整个社会看起来似乎都是在人本身生产方面的
社会物质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被淹没在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之中了。这就是我们所
说的第二种“掩盖” 。这种古代社会中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掩盖了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情况，
可以算作摩尔根没有形成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概念的一个认识论根源。  

总之，了解到以上所说的两种“掩盖”，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社会物质关系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六、两种生产关系的关系  

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可不可以也叫做生产关系呢？也可以。列宁在反驳米海洛夫斯基把历史唯物主义荒谬地归
结为经济唯物主义时说过：“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吗？” （ 《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 18 页 ）在这里，列宁就是把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称作“子女生产关系”的。可见，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社会
物质关系称作“人本身生产的生产关系”。那末，人本身生产的生产关系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
最后要谈的一点看法。  

我们知道，保障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一旦退出流通领域（交换过程），它就进入了消费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此时它已
离开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而进入人本身生产的生产关系。这个消费生活资料的过程就是在人本身生产
的生产关系之中实现的。换句话说，这些物质生活资料就是通过人本身生产的生产关系这样的渠道，把人类自身生产出来
的。无论婚姻关系、姻亲关系还是亲属关系，各自都在不同的方面是这样的渠道。我们从各个亲属称谓之间的那些权利和义
务，可以把这种情况看得很清楚。不过，人本身的生产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生活资料的直接消费，这是现实的人的生命
力的再生产；另一种就是生殖，即生出下一代的新人来。这第二种人本身的生产与第一种不同，它是对现实的人的 “生命
力的一种消耗” ，这种消耗与物质资料生产中对生命力的消耗倒是“完全一样”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98 页 ）。然而，无论哪一种人本身的生产，都是生产出人的生命力（生存能力、学习能力、劳动能力）来，这种生命力又
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实现生命力的消费；其中有一部分（这部分的大小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定）不可避免地又
回到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中去，通过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关系生产出生活资料来，再进入消费过程；于是，这些物质生活资
料又通过人本身生产的生产关系实现生命力的再生产。这就是两种生产的关系。可见，人本身的生产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来
说是消费，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于人本身的生产来说也是消费，这就是所谓“消费的生产”和“生产的消费”。马克思说，
“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 同上 ），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从以上这两
种生产关系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关系和人本身生产的生产关系，是统一的社会物质运动过程中两个互相
依存、互相制约、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意义上）互相转化的紧密相联的环节。同时，一般说来，物质资料生
产的生产关系起着主导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笔者）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
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 同上书，第 97 页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两种生产关系的关系。不过，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这两种生产关系作为完整的社会物质关系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都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过不同的社会形
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各个不同的具体情况，那是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的。这方面的内容，有些前面也已经提
到，这里就不再论及。  

总之，只有既理解了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生产关系），又理解了人本身生产方面的社会物质关系（生产关
系），并且认识到这两种社会物质关系之间的关系，才能形成全面完整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概念，才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正
确地、科学地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坚持与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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